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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實體法誹謗罪之分析 

 

第一節� 憲法言論自由保障與誹謗罪之關係 

 

� �言論自由是人民在現代民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然而

在現代如此強調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中，當某人的言論對他人名譽

權造成影響或損害時，是否仍然受到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此時權

利的衡量，究竟應側重言論自由或者應著重他人名譽權之保障？而

在刑法誹謗罪之規範中，何種情形下言論自由權利具有法所保障的

正當性，又何種情形下言論有侵害他人名譽危險時，落入誹謗罪之

規範中？亦即憲法言論自由與刑法誹謗罪之規定兩者之關係為何？

界限為何？應如何就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乃是以下本文所欲探討之

核心，並一併檢視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的相關問題。 

 

� �第一項� 保障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 

 

� �「言論自由」係憲法上所保障之重要基本權利之一，也是民主

憲政所不可或缺之基本自由，每個人均享有表示意見與不表示意見

之自由，鑑於言論自由之重要性，我國憲法對之有明文保障之規定，

即憲法第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此等

規定代表言論自由乃為自由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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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極為重視它，並將之提昇至憲法層次予以保障。 

 

� �所謂的「言論」，其範圍相當廣泛，凡是透過言語、寫作、行

動、或是其他具有表達或溝通功能的方式，展現或表達個人心中的

想法，或是藉以作為溝通工具達成說服他人的目的，都可能作為言

論自由所保護之對象1。例如演講、授課、出版著作等單純表達個人

主觀想法，甚至是街頭集會遊行抗議、撰寫電腦程式或其他科學技

術的研究發展，因同樣具有表達自我或將之作為溝通工具以說服他

人之意涵在內，故亦受憲法上言論自由之保障。 

 

� �至於憲法為什麼要保護言論自由呢？此一問題的回答，也就是

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理論基礎，大致上可以區分成三種理論作為答

案2。 

� �第一種理論—追求真理說（言論自由市場說）：該說極重視「真

理」，而以之為言論自由之目的，主張吾人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乃

因言論自由可以幫助吾人發現真理，增長知識。此外，個人之言論

自由只為他人追求真理之「工具」，凡是言論有助於社會大眾追求真

理者，即應予以保障。因此，個人是否有言論自由，端視其言論是

否有助於大眾追求真理；至於言論自由對表意人（speaker）本身是
                                                 
1 參照劉靜怡，「言論自由」導論，月旦法學教室，第二十六期，2004年 12月，

頁 72。 
2 詳細內容請參照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灣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輯，月旦出版，1993年 4月，頁 16以下；以及劉靜怡，同前註 1文，頁 7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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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和特殊利益，則非所問。換言之，此一意義下的言論自由保障，

本質是屬於手段，而非目的，亦即透過保護言論自由此一手段，協

助言論市場的健全運作，以達成追求真理的目的。 

� �第二種理論—健全民主程序說：此說源於「人民自治」3的民主

政治理論，亦即統治者統治的合法權利基礎，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

意；因此，該說主張言論自由之價值即在其有助於吾人健全民主政

治程序的運作。保障言論自由可提供社會大眾在依照民主政治程序

參與政治決定時所需之資訊，資訊愈豐富，大眾所做的政治決定就

愈能比較正確，民主政治之運因此可更健全。 

� �第三種理論—表現自我說（追求自我實現或維護個人自主理

論）：不同於前兩說將言論自由的保障視為達成某種特定目的的工具

或手段，此說的基本假設乃是將個人的存在本身當作終極目的。從

這樣的前提出發，此說主張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目的，即在保證個

人之自主存在之尊嚴及發展自我的機會。而言論自由的價值即在保

障個人獨立自主地自我表現，藉之肯定個人自主存在之尊嚴，並進

而實現自我，成就自我。因此，某特定言論之所以應該受到保護，

其理由不在於該言論對他人甚或對整體社會或國家有工具或手段層

面的意義，而是因為對表意人本身具有價值，且可以滿足其獨立自

主決定或自我實現的個人需求。 

 

                                                 
3 A.MEIKLEJOHN,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13-15(1948).轉引自林子儀，同前註 2書，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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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上所述之各種理論，雖然彼此均有其個別之基本假設及理

論主張，惟本文認為在處理有關言論自由的案件時，應綜合審酌之，

以較能全面性的觀察言論自由之全貌，而非僅僅單獨採用其中一種

理論。大法官釋字第 509號解釋意旨亦採此見解，認為「言論自由

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

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

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似乎是兼採了上述各種言論自由保障

理論，且為實務上諸多判決4所加以引用。 

 

� �第二項� 誹謗罪名譽權之保障 

 

� �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因其身分、能力、學識、職業、家庭等因

素，而博得他人之信賴與尊重，其個人人格價值之社會評價，為應

保護之名譽5。名譽乃係個人之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乃為

社會客觀上對於個人之肯定與尊崇，及個人主觀上榮譽感之複合概

念6。名譽雖係為一抽象無形的權利，然而對於名譽權的保障卻是各

個國家所從未忽視的，因人乃是群居性、社會性之動物，個人無法

脫離人之團體而生存，若個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則其所有聲譽、

                                                 
4 例如96年度台上字第3384號、96年度台上字第949號、94年度台上字第975

號、93年度台非字第162號、89年度台上字第5358號、⋯等最高法院判決不勝

枚舉。 
5 參照蔡墩銘，中國刑法精義，漢林出版社，1986年四版，頁 478。 
6 參照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2002年 3月，修訂三版一刷，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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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社會往來關係，均將蒙受不利之影響。因名譽對於個人人格

之尊嚴、羞恥感與自我認同均具有重大意義，個人對於名譽之維護，

有強烈之需求，故名譽亦有「第二生命」之稱，猶如身體或財產，

應予保護。 

 

� �對於名譽權之保護，在我國並未如同言論自由一般，於憲法中

予以明文保障，言論自由之保障規定於憲法第十一條，而名譽權卻

非在憲法第7條至第 18條與第 21條規定保障的基本權利，但由於

名譽權對現代人生活之重要性，故不可否認其價值，其自係憲法第

22條所稱之「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且誹謗罪既然是關係到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間

之衝突與平衡，該兩項權利應具有相對等之地位，亦即名譽權在形

式上與言論自由同，皆具有憲法位階之理論基礎7。 

                                                 
7 學者陳志龍亦認為「名譽權亦為憲法的自由權利，並非於言論自由前即不保

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障，非只以前者為唯一絕對直，應認處衝突狀態之價值

比較。⋯」參照陳志龍，誹謗罪與言論自由之界線——二個憲法權利衝突：「言

論自由權」與「名譽權」衝突，月旦法學教室，第二期，2002年 12月，頁 12；

蘇俊雄大法官在釋字第 50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認為「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間之

衝突係所謂的基本權衝突」，可見亦採取名譽權即係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見解，

僅係其未表明保障名譽權的理論基礎是憲法第 22條；學者李仁淼：「我國憲法中

雖然沒有名譽權之明文，卻有類似日本憲法第十三條，有關人權之一般性規定的

憲法第 22條之概括條款，⋯，名譽權為受憲法第 22條保障之人權，應為妥當之

解釋。」亦採此見解，參照李仁淼，表現自由與名譽毀損—評台灣高等法院九十

一年度上訴自第一０八三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13期，2004年 10月，

頁 239；學者法治斌：「就釋字第五０九號解釋中涉及之言論自由與名譽權而論，



 12 

 

� �鑑於名譽權在今日社會中具有極重要之地位，我國刑法第 310

條對於妨害他人名譽的誹謗行為設有誹謗罪之規定，第一項「意圖

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二項「散布文字、

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固然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言論自由，但係建立在有效名譽保護的基

礎之上。從法益觀點來看，名譽作為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幾為刑

法學界所共同肯認，迄今為止，刑法學界對於妨害名譽各罪的質疑，

多半集中在各該具體的立法保護手段是否過當（比例原則）的層次，

而不在於根本上否定名譽保護的必要性8。 

 

� �但名譽的概念為何，學者有不同的見解。有學者9以為名譽可以

區分為三類：（1）內在名譽：此為人格價值的本質，人性尊嚴之核

心，為一個人真實之人格價值，獨立於自己或他人評價之外，而為

客觀存在之內部價值。這種價值屬於絕對價值，完全不受到外界褒

                                                                                                                                 
前者本為憲法所明定，後者則全未規定。縱使認定其亦得歸入第 22條涵蓋範圍

之內，⋯」似乎亦採此看法，參照法治斌，保障言論自由的遲來正義—評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 509號，月旦法學雜誌，第 65期，2000年 10月，頁 149。 
8 參照林鈺雄，誹謗罪之實體要件與訴訟證明—兼評大法官釋字第五０九號解

釋，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2003年三月，頁 68。 
9 參照高金桂，論刑法對個人名譽保護之必要性及其界限，收錄於〈甘添貴六秩

祝壽論文集—刑法學之理想與探索第二卷〉，2002年，頁 182-183；甘添貴，體

系刑法各論第一卷，1999年，頁 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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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之影響，也不因為個人主觀感受之左右，在性質上既然無從自外

部予以侵害，也就無法成為刑法保護的客體。（2）外在名譽：係指

社會對於個人人格價值所為之評價，屬於相對價值，不論真實之人

格價值為何，都會受到外界的褒貶而有所影響，這種名譽可以自外

部加以侵害，而且影響到社會生活關係，應為刑法法益保護之範圍。

（3）感情名譽：係指個人對於社會就其人格價值所為評價之主觀感

受或影響，這種價值屬於相對價值，不論真實的人格價值為何，也

會受到外部評價與主觀感受之影響，因此也是刑法法益所保護之範

圍。但另有學者10主張應將名譽區分成二：其一為內部名譽：係指個

人內在之價值，也就是人格價值本身，而內部名譽無法接受他人之

侵害，因此並不屬於法律保護範圍內。其二為外部名譽：係指個人

外在之價值，也就是對於人格價值的社會評價，其可能受到他人之

侵害，故應該受到法律的保障，而誹謗罪所保護的法益即為此。 

 

� �就刑法誹謗罪而言，其存在的結構，乃在於行為人因特定的意

見表達，表現出對他人的輕蔑或不尊重，足以表示貶低損害他人之

評價，而有侵害他人名譽危險的節制作用。惟名譽權之保護並非絕

對的，法律並不保護主觀、虛妄之名譽，蓋過度的保護名譽權不但

可能損及公益，且亦壓縮了言論自由的存在空間。 

 

� �另一方面，有關名譽毀損之民事責任，除在我國民法第18條

有人格權保護之規定，以及第184條中有一般侵權行為之規定外，

                                                 
10 參照蔡墩銘，刑法各論，三民書局，2001年，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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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95條第一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侵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亦即關於名譽權之保障，除有刑事上之保護外，

民事上亦提供了相當程度之保護，被害人可以請求行為人賠償財產

和非財產的損害，並得請求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 

 

� �第三項� 言論自由與誹謗罪兩者之關係與界線 

 

� �言論自由為現代民主社會之表徵，如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就

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近年來部分個人或團體之間，

因理念不同、立場相異而產生彼此攻擊、謾罵、抹黑，甚至是傳播

媒體的不實報導，使得當事人受到名譽上的侵害。「名譽」，乃為人

在社會上聲望與地位之評價，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及工商業發達，

個人之名譽更受到重視，如果無故受到傷害，個人之聲譽、事業、

甚至周遭親友，均將受到不利之影響，故對於個人之名譽，法律自

應予以保護，以防範其遭受不法之侵害，而損及社會對其合理之評

價，致影響其所享有之聲譽地位。 

 

� �我國憲法第 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係為保障言論及表現自由權之明文規定，為民主法治國家之最重要

的指標，人民享有該權利，方有活潑、創新及實現自我之可能，而

國家社會才有可能多元化、文明與進步。若人民之言論自由受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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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限制，國家及社會之創造力及生產力勢必相對萎縮，而阻礙文

明之發展。另一方面，名譽權係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獲得尊重的請求

權，他對個人精神生活的安全感有重大意義。雖然憲法條文未明文

規定，然作為人格價值之本質要素的名譽權，亦當是受憲法保障之

基本人權無庸置疑。就概括規定之憲法第 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

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內容

觀之，自應將名譽權解釋在內。 

 

� �言論自由為憲法所明文保障，而言論自由核心範圍在於自由表

達評價的判斷，其所保障之言論雖不限於有價值的、正確的評價意

見，但如言論發表非但不具社會價值性，反而卻有社會危害性者，

乃違反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目的，自非為憲法所保障。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509號解釋中，首先雖肯定言論自由之重要，要求「國家

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惟並非謂一切言論均受憲法之保障，不得

加以限制，且該號解釋繼則即承認為維護個人之名譽，國家得依法

律對其傳播方式為合理或適當之限制。例如誹謗性言論，足以貶損

或詆毀他人名譽或人格，有反社會性，不具社會價值利益，自不在

憲法保障範圍，故我國刑法直接以明文規定加以禁止，刑法第310

條第一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誹謗性言論本身具有損害他人名譽之惡害性，故不屬憲法保障之言

論。質言之，言論自由之真義乃是「意見自由」，而非蓄意言論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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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罵之自由。亦即如果係以自己之觀點或見解而作言論表達，則屬

憲法保護領域範圍內。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必須以事實的基

礎為其成立要件，「事實的內涵」係成立「意見評價」之基礎。但如

「事實」係居於決定性關鍵時，惟仍逕行指摘他人、減損他人名譽

者，則言論自由保障應限縮，不容言論自由僅為空泛抽象保障11。由

此可見，「言論自由」與「個人名譽權」此兩種基本權常常發生衝突

12，當言論自由涉及侵害到個人名譽法益時，必須就言論自由保障與

名譽權，予以價值比較與法益衡量。 

 

� �我國憲法對於人民之言論自由並無加以明白且特別之限制，而

係依對所有人皆適用的憲法第23條，作為其限制之法理依據。亦即

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不外乎以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等作為限制之主要理由。詳言之，既

然大法官於釋字第509號解釋中，並未真正刻意突顯言論自由之優

先地位，則為兼顧對個人名譽之保護，國家自得依憲法第23條之規

                                                 
11 參照陳志龍，誹謗罪與言論自由之界線——二個憲法權利衝突：「言論自由權」

與「名譽權」衝突，月旦法學教室，第二期，2002年 12月，頁 12。 
12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間的衝突，學理上將此種基本權利行使時發生碰撞的情形

稱之為基本權的衝突。蘇俊雄大法官在釋字第 50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對基本

權衝突的定義是：「憲法保障的不同基本權之間，有時在具體事件中會發生基本

權衝突—亦即，一個基本權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會影響到另一個基本權主體的

基本權利實現。基本權利之間發生衝突時，也就是有兩種看起來對立的憲法要求

（對不同基本權的實現要求）同時存在；此時，必然有一方之權利主張必須退讓，

方能維持憲法價值秩序的內部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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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定法律對言論自由為合理適當之限制13。至於限制之方法，上

開解釋基本上採取較為消極之態度，民事賠償或刑事處罰均無不

可，而「應就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

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

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因此，刑法第

310條之規定亦分別對於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者，科以不

同之刑罰，此係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益所必要，就國家限制人民

基本權利（即言論自由）時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尚無違背，符合憲

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且上開解釋亦揭示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規

範，並無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對其做了合憲性之解釋。 

 

� �刑法為尊重個人之名譽權，設有誹謗罪之規定，釋字第509號

解釋又肯認其合憲性，如此一來，固然對於名譽權之保障有正面作

用，但若不予以適當節制，刑罰制裁有可能直接限制人身自由，從

而於一定期間內全盤封殺個人言論之空間14，不免侵蝕人民之言論自

由，將減損人民對於各種事務辯論活動之進行或表達自己言論之勇

氣，而造成「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此並非國家社會之福。

除此之外，憲法是刑法的上位規範，既是人民權利之保障書，則規

範國家刑罰權如何發動的刑法，自然需受到憲法的牽制15。故在論處

                                                 
13 參照法治斌，保障言論自由的遲來正義—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０九號，月

旦法學雜誌，第 65期，2000年 10月，頁 151。 
14參照法治斌，同前註 13文，頁 153。 
15 參照溫祖明，我國現行誹謗罪規定之剖析與實務適用之檢討－以台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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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誹謗罪時，仍應將言論自由的憲法意涵納入，在言論自由與

名譽毀損所保護的法益之間予以衡量，找尋適當之平衡點。 

 

第二節� 誹謗罪之成立要件 

 

� �我國誹謗罪是由保護個人名譽法益之立場切入，刑法第310條

第一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規定：「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規定：「意

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

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規定：「意圖使

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

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可知誹謗罪成立之基本要素為，散布於眾之意圖（行

為意圖）、指摘或傳述事之行為（行為態樣）和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虞（行為結果）。就上述誹謗罪三個之基本要素，本文係從主觀構成

要件及客觀構成要件之角度，對於刑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與總

                                                                                                                                 
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一?九七號判決、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七?五號判決、九十一

年度上訴字第一?八三號判決為評析對象，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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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就後兩者簡稱為「選罷法」）之規定加以

論述，以期對於誹謗罪之成立要件有更深入之認識。 

 

第一項� 主觀構成要件 

 

� �依學說上之見解，認為誹謗罪的主觀不法構成要件，為行為人

主觀上具有誹謗之故意，同時須具有散布於眾之不法意圖。以下將

從誹謗罪的構成要件故意及誹謗罪之意圖來加以討論。 

 

第一款� 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故意 

 

� �現今所謂構成要件係指立法者就各種犯罪行為之構成犯罪事

實，經過類型化、概念化、抽象化與條文化，而規定於刑法分則或

其他具有刑罰法律效果之條款中，以作為可罰性之前提要件。而主

觀構成要件則是描述行為人主觀上之心理狀態的內在構成要件要

素，即引導行為導致客觀事實侵害的故意與過失，其內容通常係與

客觀構成要件的內容相一致16。所謂構成要件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

實現客觀構成犯罪事實之認知，與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意欲。易言

之，即行為人對於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之所有行為情狀有所認識，並

進而決意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主觀心態17。也就是說，故意是一種對

                                                 
16 參照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增訂七版一刷，2000年 10月，頁 158以下。 
17 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16書，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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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構成犯罪的一切客觀行為構成事實，具有「認知」，且有實現該犯

罪構成要件的「決意」，此二項基本犯罪心理要素的結合而言，而這

兩項心素，必須於行為實行當時同時具備18。 

 

� �依照上述說明，誹謗罪之主觀構成要件故意，應即是指對於誹

謗罪客觀構成要件內容之「認知」與「意欲」。行為人必須認知其所

指摘或傳述之事項將有毀損他人名譽之虞，且若行為人知其所指摘

或傳述之事將有害於他人名譽，而仍決意為此指摘或傳述之意欲，

即成立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故意。亦即行為人只要對其指摘或傳述之

事足以損害他人名譽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加以指摘或傳述該事

件之具體內容之主觀心態，即具有誹謗故意，此故意，不以直接故

意為限，亦包括未必故意。所以誹謗之故意，其所要認識的範圍，

僅限於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使他人名譽陷入受貶抑的

危險，至於其目的何在，並非此所重視，亦即並不以具有毀損他人

名譽之目的為必要，縱使行為人出於「善意」或對於刑法誹謗罪並

無認識，亦不妨害此故意之成立19。若行為人對於具體事實提出其主

觀之評論意見，則因屬評論自由之體現，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

而無誹謗故意可言。至於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為真實，或行為

人是否確認該事為真實，均在所不問20。本文以為，雖然行為人對於

                                                 
18 參照蘇俊雄，刑法總論Ⅱ，1986年 12月，頁 123。 
19 參照鄭逸哲，解剖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評析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易字第

六二二九號判決，月旦法學，第 83期，2002年 4月，頁 245。 
20 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6書，頁 236。學者甘添貴同此見解：「本罪之故意雖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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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相信其所指摘之事實是否為真實非所問，然如果將刑法第310

條第三項真實性條款之性質，解釋為阻卻構成要件之事由，則行為

人若認為所指摘之事項為真實，且與公益相關者，則可阻卻本罪之

故意。而關於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真實性條款之性質為何，本文擬

於第四章後述。 

 

第二款� 誹謗罪之意圖 

 

� �意圖，即為行為人心理活動有此意思之謂也，行為人只要在內

心上具備希求達到主觀不法構成要件所明定之不法意圖，而著手實

行客觀之構成犯罪事實者，即有意圖存在，至於行為人之動機如何，

所圖者有否實現均非所問。故意之作為犯若屬意圖犯（或稱目的犯）

者，則其主觀不法構成要件，除構成要件故意外，尚包括特定意圖，

亦即行為人之故意行為尚須出於特定之不法意圖，始能成立故意犯

21。 

 

� �刑法第310條第一項條文中的「意圖散布於眾」與選罷法條文

中的「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均說明了誹謗罪的行為係一種

                                                                                                                                 
認識，或容任自己的行為損毀他人之名譽，但不以特別具有毀損他人名譽之目的

為必要，亦不問其是否相信所指摘的事實為真實，縱其確信其為真實而為指摘，

亦無礙於本罪之成立。」參照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一），1999年，頁 342。 
21 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16書，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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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犯的類型，行為人散布於眾之意圖係指傳播於不特定多數人，

使大眾週知之不法意圖。而選罷法之保護法益係為維護選舉之公

平，故其特殊之意圖多了「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欲。因此

在誹謗罪的主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行為人除了誹謗故意外，更須

具有散布於眾或意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始能成立誹謗罪。

若行為人已具散布於眾之不法意圖，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損害他人名

譽之事，縱使其所傳述之事，尚未達眾所周知之程度，也不影響本

罪之成立。有學說認為此一意圖，存在於行為人之內心，證明困難，

故於行為時即應推定其為有此意圖，如行為人有反證足以證明其為

無此意圖時，方不成立誹謗罪22。惟本文認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之規定，檢察官除了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外，並應指出

證明之方法。若依上開見解，單以結果推定行為人有散布於眾之意

圖，不僅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規定不符，亦違反了無罪推定原

則，對行為人之權益極不保障，故上開見解並不妥當。關於檢察官

舉證責任與無罪推定原則等相關問題，本文擬於第三章論述之。 

 

� �又刑法第310條第一項與其他刑法分則上以意圖作為主觀不法

構成要件要素的規定相比較，可以發現有其不同之處，例如竊盜罪、

搶奪罪、詐欺罪、強盜罪等均以「意圖⋯不法⋯」的形式出現，而

本項之散布於眾的意圖在此並不考慮其不法性，且只要存在此種意

                                                 
22 參照廖正豪，妨害名譽罪之研究（下），刑事法雜誌，20卷 5期，1987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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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已足，至於是否在事實上散布於眾，在所不問。由是亦可得到本

項目的在強烈保護個人名譽之輔證23，而關於選罷法上誹謗罪之規

定，亦可得到如此之結論。 

 

第二項� 客觀構成要件 

 

� �由刑法第310條第一項、第二項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

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0條之條文規定可知，刑法與選罷法

所規定之誹謗罪的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大同小異，均係指行為人

有指摘或傳述事實之行為，其行為態樣有文字、圖畫、錄音、錄影、

演講或其他方法以散布的行為。本文以下就誹謗罪之行為主體、行

為客體、行為結果逐一討論，以更瞭解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並試著

去釐清相關問題。 

 

第一款� 誹謗罪之行為主體 

 

� �誹謗罪並非身分犯，對於行為主體並無特別限制，為一般犯，

由於刑法上適格之行為主體，僅限於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24，故任何
                                                 
23 參照鄭逸哲，同前註 19文，頁 245。 
24 法人之行為，雖由法人代表機關為之，但意思與行為之間，究為兩個階段。法

人僅能決定意思，其行為仍須仰賴自然人為之，法人之代表，如明知此行為違法

時，自應拒絕之。因其對法人決定之行為，尚有自由判斷之餘地，其明知為違法，

而仍然為之，自與由其自己之決定而為之行為，無所軒輊，即其代表人應自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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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具有意思能力及行動能力者，均得成立本罪。而民意代表，

於會議外之不法言論，並無言論免責權之適用；其餘會議時所為無

關會議事項之不法言論，亦得成立誹謗罪25。 

 

第二款� 誹謗罪之行為客體 

 

� �誹謗罪之行為客體為「他人」。因本罪保護法益為個人名譽權，

故所謂「他人」，係指任何保有名譽之主體，解釋上除了自然人外，

尚包括法人26。因在現今法律領域上就法人之本質採「法人實在說」，

所以法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與自然人同，由法律賦予其法律上之人

格，在此範圍內法人均得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且法人具備社會評價

之名譽，而此名譽並非限於經濟上之利益，即並非謂法人僅有經濟

上地位，對其名譽之侵害僅損失信用，故應認為其可成為本罪規範

之行為客體。至於非法人團體是否為誹謗罪之行為客體，在我國實

                                                                                                                                 
責任。而決定意思之法人，既無單獨處罰意思之規定，自非刑罰之對象，不能認

為犯罪之主體。且刑罰之規定，除了罰金刑外，其他之刑罰對法人亦不能適用。

即罰金無力繳納時應易服勞役，對法人亦無從執行。故犯罪之主體以自然人為

限，而法人不得為之。參照褚劍鴻，刑法總則論，1995年 12月，頁 96-97。 
25 院解字第三七三五號：「縣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無關會議事項之不法言論，仍

應負責。」大法官釋字第一二二號解釋：「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

應如何保障，憲法未設有規定。本院院解字第三七三五號解釋，尚不發生違憲問

題。」 
26 院解字第五三四號：「刑法第 324條、第 325條、第 330條所謂人與他人，應

包括法人在內，如妨害普通傷害之名譽，自與該商號股東或經理人之名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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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學說間容有不同見解，實務上認為非法人團體乃為多數人之結

合，並無法律上擬制之人格，故非誹謗罪之行為客體27。惟學說上認

為，非法人團體雖不具有人格，但既為合法之經濟活動團體，且非

法人團體亦具有社會性的名譽，而其名譽理應獲得法律上同等之保

護，此外，團體中的每一份子，亦有維護團體名譽之名譽感情在28。

亦有學說以有無獨立性來進一步區分，認為非法人團體如屬於社會

生活上具有獨立性之團體，即為誹謗罪之保護客體，例如當今之許

多演藝團體即屬之；惟如係非獨立存在之團體，行為人以團體為侵

害對象，而無法認識係針對某特定人者，則不成立誹謗罪29。所以，

本文認為非法人團體亦得為誹謗罪之行為客體，若行為人有損害非

法人團體之名譽亦構成誹謗罪，非僅稱必為團體之構成員即自然人

始有可能受到侵害。 

 

第三款� 誹謗罪之行為方式 

 

� �刑法第310條第一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

                                                 
27 學者褚劍鴻以院解字第五三四號（參閱註 24）之解釋為例，將其理解為非法

人團體雖可成立妨害名譽罪，乃因其損及股東或經理之名譽之故，故我國實務上

認為誹謗罪之行為客體並不包括非法人團體。參照褚劍鴻，刑法分則是論（下

冊），2000年，頁 1041。 
28 參照廖正豪，妨害名譽罪之研究（上），刑事法雜誌，20卷 4期，1987年，頁

19。 
29 參照甘添貴，言論自由與妨害名譽，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4期，2000年 9月，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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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選罷法則規定：「意圖使候

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

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因此可

知誹謗罪的主要行為形式即是指摘、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名譽

之事，而選罷法另外指出了須為不實之事。而究竟「指摘、傳述或

散布足以損害他人名譽之事」所指為何？是以下本文所欲探討之問

題。 

 

� �一、須有指摘或傳述之行為 

 

� �誹謗罪之行為方式係行為人出於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所謂指摘，即為指示摘發之意，亦即對於某種事實予以揭

發之行為。所謂傳述，則為宣傳轉述，亦即對於他人已揭發之某種

事實予以宣傳轉述之行為。指摘或傳述並不以兼有為限，如有其中

任一行為者，就足以成立誹謗之罪名，若指摘之後進而加以傳述，

仍為誹謗罪之一個犯罪行為，為單純之一罪。指摘與傳述，就其內

容而言，不以指摘或傳述者為他人之事為限，若行為人指摘或傳述

自己之事而足以毀損他人之名譽者，仍成立本罪30。就其狀態而言，

不以當面為必要，且不以公然為必要，縱使是私相傳述，亦無礙本

罪之成立。就其狀態方式而言，並無任何限制，不問言詞或行動，

例如演說或開廣播車等，只要處於足以使第三人得以認識之即為已

                                                 
30 參照廖正豪，同前註 22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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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第三人是否果真認識，在所不問。就其對象而言，行為人必須

針對特定人或可推知之人，實行指摘或傳述之行為，方成立本罪31。 

 

� �刑法所規定之誹謗罪依行為人指摘或傳述所使用手段方法之

不同，進一步區分為普通誹謗罪與加重誹謗罪，行為人如以言詞或

舉動為之者，則惟刑法第310條第一項所規範之普通誹謗罪；行為

人如以文字或圖畫之方法犯之者，則係同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

須負擔較重之刑事責任。刑法之所以特設須加重誹謗罪之規範，係

因為若以文字或圖畫之方法為之時，傳播極易且留存時間長，對於

被害人造成之法益侵害亦大，其影響較諸語言更為久遠，故加重之

32。至於選罷法上對行為人指摘或傳述所使用之方法，則無如刑法作

                                                 
31 三七院解字第三八０六號：競選人在報章發表意見，為法官審法官，貪污審貪

污，記非對於特定人或可推知之人所發之言論，自不構成本刑法第 309條及第 310

條之罪。 
32 惟學者林山田主張刑法第 310條第二項應作適當修正，其認為：「行為人假電

視或無線電廣播等大眾傳播工具之助而指摘或傳述，則其流傳可能還較寫成文字

或繪成圖畫之行為方法為廣，故解釋上，似應解為本條第二項之行為方法，而成

立加重誹謗罪；惟就罪刑法定原則及刑法之解釋方法觀之，作如此解釋顯有牴觸

類推禁止原則。因此，為解決此一問題之理想方法仍宜在刑法修正時，對於本條

第二項作適當之修正規定。」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6書，頁 235。 

學者廖正豪更指出應不須特設加重誹謗罪之規定，其認為：「以文字圖畫為誹謗

之行為，為害固較容易，但非必較大，良以現代大眾傳播工具發達，如廣播、電

視、無線電傳真，均屬無遠弗屆，苟利用該等大眾傳播工具為妨害他人名譽之行

為，其害較諸散布數紙文書，或以作圖畫於某處牆壁，殆尤甚焉，故就其影響所

及，危害大小而言，實無須加重以文字、圖畫之犯罪行為之處罰，此其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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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之規範，僅以一個條項概括規定行為人以「文字、圖畫、錄音、

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均足以成立選罷法上之誹謗罪。 

 

� �二、所指摘或傳述之事須為具體之事 

 

� �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具有足以毀損被害人名譽之具

體事件內容或可得具體之事，始有誹謗行為可言，至該事實之時間、

場所或手段等，是否具體描述或鉅細靡遺，則非所問。其具體事件

內容須為真實，而非意見或評論，此乃因行為人如是對於某事抒發

其個人意見，此一意見內容為憲法言論自由所保障，刑法不應加以

干涉，否則有違憲之虞。故行為人對某特定事項，依其個人之價值

判斷而提出其主觀之意見評論，而並未指摘或傳述具體之事，既均

不足以對於他人社會評價之名譽有所貶損，則縱其批評內容足以令

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非屬本罪之誹謗行為。但是，

若評論內容有流於情緒性或人身攻擊之批評，而有謾罵性之言詞或

用語者，則有可能構成刑法第三０九條公然侮辱罪。此殆以社會評

                                                                                                                                 
更以文字、圖畫之定義頗不一致，且為因應大眾傳播工具之迅速發展，而有將『可

見於外界之非短暫存在映像』亦包括在內，為仍不足以包括廣播、電視在內，加

以科學日新月異，欲以一成不變之列舉規定涵蓋日益進步之大眾傳播工具，殆為

事所不能。故不若不限定任何方式之行為，均可成立妨害名譽罪，惟對於廣播較

廣，危害較大之犯罪行為，法官予以從重科處之權，較可周全，此為不須另定『以

文字圖畫犯之者』加重之規定理由之二。」參照廖正豪，同前註 20文，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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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名譽，係以個人之道德地位、政治地位、智識地位等為其標準，

而該等地位，則莫不為具體或可得具體之表現累積而成。對其貶損，

亦應以具體或可得具體之事為內容，始有可能，是以誹謗罪規定須

為指摘或傳述之事為具體或可得具體，為事所必然33。又指摘或傳述

之事實，不問其為真實之事實抑或虛偽之事實，亦不論其為過去之

事實、現在之事實或將來之事實，祇須足以毀損他人之名譽者，均

包含在內34。 

 

� �誹謗罪所規定指摘或傳述之事，不以虛偽為必要，所以如其係

真實，而與客觀之事實相符合，除有特別情形外，仍應成立本罪。

例如甲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乙女在某個地方為娼妓之具體事

實，則甲應成立誹謗罪。然而，選罷法中明白指出行為人須為傳播

「不實之事」，反面推論可知，若行為人傳述真實之事，而與客觀事

實相符者，則不處罰。本文認為此乃是因為參選的候選人均是未來

將為國家、為人民服務之人，其事項與公益有關，且基於人民對公

眾事務有知的權利與批評監督之權利，人民對候選人之言行舉止有

正當與重大利益，立法者於制定規範時作如此之考量，故有不同之

規定。 

 

� �三、須所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33 參照廖正豪，同前註 22文，頁 37。 
34 參照甘添貴，同前註 29文，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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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係指行為人須指摘或傳述

他人具體之事，且足使他人名譽有陷入受侵害之危險的誹謗行為，

亦即因行為人之指摘或傳述，具有使他人之社會評價受影響之危險

即為已足。由此觀之，誹謗罪為危險犯35，而非實害犯，故行為人之

誹謗行為祇須有造成毀損被害人名譽之危險結果即足當之，實際上

該他人之名譽是否已受有毀損並非所問。至於是否毀損名譽，應依

具道德等觀念就被害人之個人條件、在社會上之人格聲譽，以及行

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內容，就客觀上予以認定，以查其是否有毀損

名譽之危險36。事實上，所謂「毀損名譽」，當指減損貶低他人在社

會上之一般聲望評價而言37，因此，若此一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

實，僅行為人或被指摘傳述之人認為會減損其聲望評價，而以社會

一般人之角度觀察，並無此種「可能」時，則誹謗罪構成要件即已

不該當38。反之，若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害人

受到他人之輕視或恥笑，其個人人格在社會評價上將大為降低，則

可視為具有毀損名譽之危險性。此外，行為人於指摘或傳述之後，

其誹謗行為已足以毀損被害人之名譽時，縱行為人於行為後設法更

                                                 
35 至於是具體危險犯或抽象危險犯則有爭議，因與本文所探討之議題無直接關

係，故在此並不多加贅述。 
36 參照廖正豪，同前註 22文，頁 38。 
37 參照褚劍鴻，同前註 27書，頁 1047。 
38 參照鄭逸哲，同前註 19文，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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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亦無法抹滅其已為之誹謗事實，不影響本罪之成立39。 

 

第三節� 誹謗罪不罰事由之比較檢討 

 

� �言論自由，是人民之基本自由與民主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由

於刑法誹謗罪之處罰規定，使得言論自由受到剝奪或限制，為調適

此一衝突關係，各國的刑法均特別設置了除外條款，以限制誹謗罪

之成立，藉以實現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目的。以日本刑法為例，其

妨害名譽罪40之免責要件有三：其一，指摘事實之公正性：即系爭事

實為有關公共事務（例如公務員之行為、有關政治之資訊、公職候

選人之學經歷、犯罪嫌疑人之事實等）；其二，目的之公益性：陳述

目的係出於為公共利益，而非惡意之人身攻擊；其三、事實之真實

性（真實性之抗辯）：陳述之重要部分內容，證明其為真實者41。而

我國刑法針對誹謗罪之不罰事由，亦有明文規定。首先，刑法第310

條第三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

                                                 
39 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6書，頁 236。 
40 日本於世界大戰後一九四七年刑法修正時加入二三０條之二規定，其第一項：

1、前條一項所指摘之事實為與公共事務有關者；且 2、其目的係專為謀求公益時，

並經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第二項：尚未提公訴之人，其犯罪行為之事實為有關

公共事務者，適用前項之規定。第三項：一項所指摘事實為有關公務員或公職人

員候選人者，證明其為真實時不罰。參照范姜真微，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自由與

妨害名譽，法學叢刊，第一九三期，2004年 1月，頁 80。 
41 參照范姜真微，同前註 40文，頁 80。 



 32 

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至於此項證明真實性條

款之性質為何，則有加以深入探討之必要。另外，刑法第311條規

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

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

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

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此係除了刑法總則

所定之一般阻卻違法事由以外，刑法分則就誹謗罪所訂立的特別阻

卻違法事由。以下本文就上述兩條文所規定誹謗罪不罰事由之定位

與意涵，作一比較檢討。 

 

第一項� 刑法三百十條第三項之定位及論述 

 

� �刑法第310條第三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就

此條項之規定內容觀之，實具有訴訟法及實體法之雙重意義42，兩者

本來相互輝映，如何判斷實體法上之定位將會直接影響訴訟法上的

結果。就訴訟法而言，有兩種重要意涵：第一、倘若被告所指摘或

傳述之事實是有關公共利益者，法院即有義務開始進入事實真否之

                                                 
42 參照團藤重光，刑法?刑事訴訟法? ?交錯，頁 79，弘文堂，昭和二十六年

三月三版。轉引自許哲嘉，淺論毀謗事實證明規定之法律性質—憲法上之兩個基

本權的調和—，軍法專刊，42卷 3期，1996年 3月，頁 29。 



 33 

判斷43；第二、將事實真實性之舉證責任加諸於被告身上44。就第一

點而言，倘若尚無法得知被告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實係有關公共利益

時，法院得否先進入事實真否之調查？關於此點，從保護被害人之

隱私權的觀點言之，似應採否定見解45。就第二點而論，認為令被告

就犯罪之成否負舉證責任乃是「罪疑惟輕」之刑事法上原則的一重

大例外，將舉證責任加諸於被告負擔，此不免亦有疑問。就以上所

述之訴訟法上問題，本文將於第四、第五章再深入探討之。而就實

體法而言，乃係本項所關心的區塊，以下將針對證明真實性條款之

法律性質、真實的認定、以及個人私德與公共利益之考量等面向，

加以論述之。 

 

� �第一款� 真實性證明條款之法律性質 

 

� �刑法第310條第三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有稱之為「真實之抗辯」，亦有稱為「真實性證明條

款」，純粹就條文本身意思來理解，似乎係指只要行為人能證明其所

指摘或傳述之內容是真實的事實時，就可以不罰。惟此項不罰之性

質如何？亦即證明真實之阻卻內容為何？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此
                                                 
43 參照團藤重光，同前註 42。 
44 參照竹內正，名譽毀損罪?? ? ?事實證明，中義勝編，論爭刑法，頁 296，

世界思想社，1978年 3月初版，轉引自許哲嘉，同前註 42。 
45 參照平野龍一，刑法各論?諸問題，法學? ? ?二０三號，頁 77，1972年，

轉引自許哲嘉，同前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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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真實性證明條款定位之不同，亦將直接影響到本項規定在訴訟

程序中證明活動的進行方式，不可不察。關於真實性證明條款之定

位問題，學者之間有極大之爭議，大致上可分為四種不同之見解46：

第一、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第二、阻卻違法事由說；第三、阻卻

責任事由說；第四、客觀處罰事由說等。至於反映到訴訟程序上證

明活動的進行方式，本文將於本節作初步概略的敘述，其後於第四、

第五章再深入探究之。 

 

� �一、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 

 

� �此說認為若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的事實為真實時，即無妨害名

譽之可能，則可阻卻行為之構成要件該當性。亦即認為誹謗言論之

「不真實性」，屬於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在主觀構成要件上，行為人

對於誹謗事項之「不真實性」必須有所認知。將證明真實條款作為

阻卻構成要件事由，意味著誹謗言論既為真實，則作為客觀構成要

件的「不真實性」並不存在，而且行為人在行為當時，並未認知到

所言之「不真實性」，因而缺乏構成要件故意47。此說強調陳述真實

之權利，於行為人陳述真實時，係屬為刑法第310條規定定型上無

違法之情形，故應解為阻卻構成要件之該當性。其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僅將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之事實證明規定解釋為違法性阻
                                                 
46 關於此部分，可參考許哲嘉，同前註 42文，頁 26以下，有較為詳盡之敘述。 
47 參照許嘉馨，釋字第五０九號解釋應否適用於民事案件？—為最高法院新新聞

案判決翻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132期，2006年 5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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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事由時，將會發生一旦有特殊事由再帶來違法性時，即不得阻卻

犯罪犯罪成立的結果；其二，因違法性乃是價值判斷之問題，故實

際上，違法性存否之判斷難免會有委諸法官主觀恣意之餘地。而於

具備誹謗罪之法定構成要件時，得因事實之證明而阻卻犯罪之成

立，乃是基於保障言論自由之考量，故將其界限委由法官之主觀的

恣意，實屬不當。因此，應將事實證明之規定解釋為行為之構成要

件該當性的阻卻事由48。 

 

� �如採阻卻構成要件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

真實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如採此說則行為人的證明負擔

最輕，檢察官需證明行為人於指摘或傳述事實的行為當時具有故

意，始能成立誹謗罪，而行為人仍得提出相當之證據、理由，證明

自己行為當時係出於錯誤，以阻卻故意之存在。 

 

� �二、阻卻違法事由說： 

 

� �此說認為刑法第310條第三項之事實證明規定乃是為了實現個

人名譽之保護與正當言論保障彼此間的調和所設立的。依刑法第 310

條第一項、第二項觀之，誹謗他人名譽之行為，原則上是禁止的，

                                                 
48 參照團藤重光，轉引自許哲嘉，同前註 42文；團藤重光認為，無論採阻卻構

成要件說或是阻卻違法事由說，結果並無不同，渠寧可不採定型違法性之見解，

而採用阻卻構成要件說。參照李幼琳，論誹謗罪限制言論自由之我國憲法上界

線，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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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第三項證明真實條款卻是個例外容許之規定。行為人所指摘或傳

述之行為，雖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法益，但如能證明其具有真實性，

並具公益性，則其行為仍屬正當行為，而欠缺實質之違法性，故認

為此項不罰之規定係為阻卻違法事由49。該項因是涉及公益而與言論

自由之保障具有關聯，故係屬容許狀態之記述。亦即，雖然誹謗言

論之「不真實性」並非客觀構成要件，因而行為人若對於損害他人

名譽之行為有「認知」，構成要件故意即可具備，但誹謗事項若為真

實，可阻卻違法。阻卻違法事由的成立必須在行為當時同時具備主

觀與客觀要件。在客觀面，誹謗事項必須具備「真實性」；在主觀面，

行為人必須清楚認知到其所指摘、傳述事項之「真實」，始能阻卻違

法50。因此，即使該當於刑法第310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構成要件，

倘具有第三項之要件時，應解為阻卻違法性。 

 

� �如採阻卻違法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真實

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如採此說則行為人的證明負擔較

輕，亦即縱使在客觀上無法於訴訟中證明為真實，如果行為人在行

為時有相當理由認識其指摘事項為真實者，則因主觀上發生對於構

成阻卻違法事由之事實錯誤，而得阻卻故意的成立，行為人仍不負

誹謗罪。 

 

� �三、阻卻責任事由說： 

                                                 
49 參照甘添貴，同前註 29文，頁 114。 
50 參照許嘉馨，同前註 45文，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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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本說之學者認為行為人若能證明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項

為真實者，則其無誹謗之故意，因此行為人之行為欠缺意思條件，

應無罪責，不成立刑法誹謗罪。如採阻卻責任事由之想法，則反映

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對於行為人

之證明負擔大，行為人須對其之所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言論，證明到沒有「期待可能性」時，才得以阻卻責任。亦即行

為人必須證明到換成是任何人，也會為如此之言論的程度時，才得

以被認為是沒有期待可能性。然而一個沒有誹謗故意的行為何以能

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蓋欠缺故意的行為，應為構成要件不該

當，自非犯罪行為，更遑論具有罪責，故此說並不可採。 

 

� �四、客觀處罰事由說： 

 

� �此說乃最忠於法文之辭句，認為從刑法第310條第三項證明真

實條款的法條用語，所稱「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幾乎就已經

可以判斷這是一種取決於未來能否證明的處罰條件，純以客觀結果

為斷，而非行為當時主觀的認知問題。所以此說主張事實證明之規

定乃是客觀處罰條件，不論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實真實與否，均不影

響犯罪之成立。僅於行為人能證明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實為真實時，

阻卻其刑罰罷了。亦即誹謗事項之真實性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上

之考量，用以限縮刑罰範圍的客觀條件，其成就與否與行為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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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認知或意欲無關。因此，有學者主張證明真實條款所宣示的正

是：不要輕易傳述、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除非能夠在訴訟

上證明其為事實51。客觀處罰事由說之論據，除了此種解釋最忠於文

義解釋外，尚有下列數點：（1）與保護外觀上之名譽的刑法根本態

度相一致；（2）從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意旨觀之亦是正確之見解；（3）

實務亦曾採此說；（4）係與「罪移惟輕」原則相調和後所得之最恰

當結論。 

 

� �如採阻卻刑罰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真實

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如採此說則對行為人的證明負擔

大，因能否證明真實乙事，純屬不法與罪責以外之客觀要素，故不

論行為人行為時對於證明真實是否有認知，均不影響於犯罪的成

立，亦不生因錯誤而阻卻故意成立的問題，重點是訴訟中結果能否

證明為真實，結果必須要證明是真實，行為人才不負誹謗罪，亦才

能免於處罰。 

 
 

� �上述四說各其所據，至於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之事實證明規定

                                                 
51 參照林鈺雄，同前註 8文，頁 82。並指出蘇俊雄大法官在釋字第 509號解釋

協同意見書中：「立法者藉由第條客觀處罰條件之規定，進一步設定了誹謗罪的

可罰性範圍」，明確界定此為客觀處罰條件時，雖然並未提到「需刑罰性」，但也

直陳「在所為事實陳述不真實或雖真實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情形，

立法者則認為此際的人格名譽權益重於言論自由之價值，故此際侵犯到他人人格

名譽法益之言論表現，必須受到刑法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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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不罰」之法律性質究竟以何說為當，我國學者之間的見解

分歧，多數說52係採第二說，本文亦以為應將真實性條款之性質理解

為違法性阻卻事由，應放在「違法性層次」來加以討論，而釋字第

509號解釋亦同此阻卻違法之想法。因為對於具有真實性的誹謗行

為，在構成要件階層能夠確認的也是一個人的名譽法益是否有被侵

害或是危險的事實。這種對名譽法益有危險的事實，是不論指摘的

事實是否具有真實性，或者是否具有公益性，侵害或危險事實都是

存在的。直到違法性階段才會判斷這樣的侵害事實53，係為憲法上的

正當言論行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故將刑法第310條第三項的真

實性不罰規定放在違法性的階層討論較為妥當。 

 

� �因此，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應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但若為真實且與公益有關者，即

欠缺實質上之違法性，故為阻卻違法事由。惟採此說的學者，對於

本項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之真實為何，其見解並不一致，有

認為事實需經證明為真實者，始得阻卻違法。有認為真實係指有相

當合理根據或資料得以大致推定事實為真實即可，即只要行為人於

行為時有相當合理之根據或資料足以推定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實係屬

真實之點上，則得阻卻違法；反之則否，本文認為以後說為當。 

 

                                                 
52 例如林山田、褚劍鴻、甘添貴、蔡墩銘、許哲嘉等學者，請參閱上述各註解。 
53 參照謝庭晃，妨害名譽罪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1月，
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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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第四說「客觀處罰事由說」，本文認為在釋字509號解釋

做成之前，證明真實性條款應屬於此說。雖然此見解最著重於個人

名譽權之保護，但是相對地亦較為限制人民之言論自由。客觀處罰

事由說不管行為人主觀上的認知為何，只要誹謗事項最後能夠在訴

訟上被證明為真實，就可以阻卻刑罰。而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係指所指摘或傳述之事項必須是已經證明為真實者而言，惟這對人

民之言論自由權無疑是一大打擊，亦即無非是要求人民對於涉及他

人名譽而與公益有關之議題發表言論時，須冒著可能違犯誹謗罪之

風險始得發表之。因為倘若最後因其他事由而無法證明其為真實

時，即須受到誹謗罪之處罰，縱使行為人於發表時已具有合理之根

據或資料。所以此說無異是要求人人於發言前均負有自己調查真實

之義務，則是強行限制人民在憲法上所享有之言論自由權，將會造

成人人噤若寒蟬之效果，這樣的結果並不符合本項欲調和人格之名

譽尊重與言論自由二大法益之本旨。 

 

� �至於第一說「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此說雖立意甚佳，最為

強調言論自由之保障，惟與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法文之文義解釋有

較大之出入。本說與阻卻違法事由說同，均是主張真實證明足以阻

卻犯罪之成立，只是後者認其係違法性欠缺，為實質違法性之欠缺；

前者則係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欠缺，為形式違法性之欠缺。主張阻卻

構成要件事由說的學者，認為本項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之真

實，係「證明可能程度之真實」，亦即須達到具有健全之常識者根據

客觀之資料得以認定事實為真之程度，較重視事實為真實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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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似乎係為因應構成要件之定型性要求所不得不採行之措施54。換

言之，此說係認為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內容只要是真實的誹謗言

論，則連形式上的違法性都不存在，應該被排除在誹謗罪構成要件

之外，其優點係可避免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與個人名譽權之保護之

間的界限交由法官主觀認定之窘境，惟此見解犯了與客觀處罰條件

說相同的錯誤，蓋此說採「證明可能程度之真實」，將某種程度上無

異也是要求行為人於指摘或傳述自己意見前，負有自己檢閱之義

務，本文認為其所造成之「寒蟬效應」與對於言論之箝制更為嚴重。 

 

�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關於刑法第310條第三項證明真實條款

之法律性質，應將之理解為第二說「阻卻違法事由說」，雖然從形式

上觀察，條文用語「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以訴訟證明真實

作為免除誹謗罪處罰之條件，故本項規定似可定位為與犯罪成立要

件無關之客觀處罰條件，然而，倘實質求諸此項真實性證明條款的

立法精神，如前所述，是出於保障言論自由，乃憲法上不得恣意加

以侵害的核心價值，若此，則行為人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時，確信其為真實，且其指摘之目的又具公益性，指摘之方式

又無誇大渲染，則就社會通念而言，此種信仰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

認識下所為之指摘或傳述行為，理應被正當化。再者，國內多數說

均認為第311條善意言論不罰之規定，亦是出於保障憲法言論自由

之精神，所設的特別阻卻違法事由，若然，則有必要將第310條第

                                                 
54 參照團藤重光，轉引自許哲嘉，同前註 42文，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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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與第311條之規定做有體系且完整的解釋。畢竟就行為人之立

場言，為避免誹謗罪之處罰，在指摘或傳述毀損他人名譽之言論時，

嚴格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判斷其是否有把握確信其為真實抑或善意

之言論後，再行發表，顯然不切實際。最值得注意的是，將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定位為客觀處罰條件的結果，在主觀上具相當理由確信

為真實，卻不合於第311條善意言論要件的行為人，被不當的排除

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範疇外。職是，本文以為第310條第三項證明

真實條款之定位，基於貫徹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意，自以阻卻違

法事由說為妥當。故在適用本罪時，須注意本罪與憲法所保障之表

現自由的調和與權衡問題，並確保表現自由不致過度受到本罪之不

當壓制與限制。因此，應將誹謗罪事實證明條款之規定解釋為違法

性之阻卻事由。 

 

� �第二款� 私德與公共利益之考量 

 

� �依刑法第310條第三項後段之規定，雖行為人對於所誹謗者為

真實，然倘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仍該當於誹謗罪。此一

要件，可分析為下述三種情形：（一）「真實性＋私德性＋公益性」；

（二）「真實性＋非私德性＋公益性」；（三）「真實性＋私德性＋非

公益性」，前兩種情形不成立誹謗罪，至第三種情形，則不在其列。

由此可見，本項後段是欲保護個人之「隱私權」，隱私係個人不受打

擾且不欲為人所知的自主私密空間，故縱使行為人所傳述者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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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此時尚須檢視所指摘或傳述之內容是否侵害被害人之隱私權，

若是肯定，則刑法要處罰的是與公益無關的「真實言論」，而非如同

本條第一項所規定的「不實言論」為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蓋二者保

護法益不同，故為將侵害他人隱私而真實之言論納入不法的範圍，

立法者並未將「不實言論」明定為構成要件55。因此，本項後段適用

範圍為唯有在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且非純屬私德而與

公共利益有關時，才能阻卻本罪之構成要件，而仍舊享有憲法所保

障之表現自由。 

 

� �所謂私德，乃私人之德行，係指個人之私生活而言，其內容則

包括一切個人私生活有關之事項。例如：抽煙、喝酒、裸睡等是。

所謂公共利益，乃與社會上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不限於

與國家或社會全體有關之利益，即與限定一定範圍內之小社會有關

之利益，亦包括在內。本項明示保障個人生活安寧之旨，私生活之

安謐與他人及社會毫無所關者，固不容破壞，此亦為誹謗罪所保障

之對象，惟個人私德與公共利益間並非一定處於相排斥的地位，並

                                                 
55 同此見解者，李念祖，從釋字五０九號解釋論「陳述不實」是否為「誹謗罪」

之構成要件，收錄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四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籌

備處，2005年 5月，頁 247-249；法治斌，誹謗罪除罪化勢在必行，律師雜誌，

221期，1998年 2月，頁 2；何建志，誹謗罪之體系建構與法理分析：二元化言

論市場管制模式，台北大學法學論叢，54期，2004年 6月，頁 137；王怡今、錢

建榮，不可能的任務—談檢察官對於妨害名譽罪的舉證責任，月旦法學雜誌，133

期，2006年 6月，頁 51-52。許家馨，同前註 45文，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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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關於個人私生活之事即一定無關於公共利益，如私生活非僅關係

個人，而與公共利益有其關連之時，則不應置社會利害、國民福祉

於不顧，而專事維護個人私德之權利，是以刑法規定於所誹謗之事，

苟雖係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者，仍得證明真實而免責。至

於是否僅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應就事實之內容、性質，以及

被害人之職業、身分或社會地位等，依一般見權之社會觀念，應就

案情在客觀予以判斷。一般而言，個人私生活上的事實，原則上不

能被認為與公共利益有關；然若是公職人員或公職候選人的品行，

則被理解為和其私生活上的事項結合，因此縱使是私生活事項，也

有可能被認為有涉及公共利害關係56。例如：百姓酗酒，僅涉私德而

且與公共利益無關，但若是政府首長酗酒無度，則與公共利益有關。

或如指摘傳述他人違犯竊盜罪之具體事件，因竊盜為刑法明文處罰

之行為，雖指摘內容涉及被害人之私德，但卻與公共利益有關，故

行為人若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無由構成本罪57。 

 

                                                 
56 日本最高法院在「月刊??」事件判決中，指出「即使是有關私人的私生活上

的行狀，依其所從事社會活動之性質⋯以及對社會影響力之程度等，作為對該社

會活動的批判乃至評價的一個資料，應該解釋為是有該當於日本刑法第 230條之

二所謂的『有關公共利害的事實』之情形」。參照青柳幸一，名譽毀損?「公共

?利害二關? ?事?」—「月刊??」事件，別冊? ? ? ? ?154號憲法判例百

選Ⅰ，四版，2000年，頁 146-147。 
57 參照四八台上一二三五號判決：「上訴人在報上刊登啟事，指告訴人竊盜騙款，

此項竊盜騙款並非刑法第310條第三項但書所謂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

項，如果上訴人能證明其為真實，依同條項前段規定即應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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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刑法三百十一條之定位及論述 

 

� �誹謗罪之不罰事由除了上述刑法第 310條第三項真實條款之規

定外，尚有刑法第311條，該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

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

當之載述者。」亦限制了誹謗罪之適用範圍。蓋刑法之所以設置誹

謗罪，其用意非在箝制言論，而實係重視此一自由，以免因過分保

護個人名譽，而犧牲言論自由，或為了保障言論自由，而置個人名

譽於不顧，故乃將濫用自由而妨及他人名譽之不法行為加以明定，

藉從消極方面劃定言論自由之極限，以資保護。惟刑法為使其間界

線更臻明確，於本條就正當言論之範圍，從積極方面予以提示58，且

緩和誹謗罪對於言論自由之限制，進而使得言論自由獲得最大可能

的尊重。本文以下即針對刑法第311條諸項規定一一探討，以期對

誹謗罪之適用範圍更為明確。 

 

� �第一款� 刑法第三百十一條之法律性質 

 

                                                 
58 參照韓忠謨著、吳景芳增補，刑法原理，台灣大學法學院事務處總經銷，1992

年，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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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本文之研究核心範圍在於刑法第310條第三項真實性條款

之證明，但由於刑法第311條為第 310條之特別規定，目的在防衛

自己或其誹謗言論涉及法院判決內容、議會議事內容等，故認為是

第311條之善意言論，因此在類型上係減輕被告之證明負擔。尤其

是第311條第三款「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之規

定與第 310條第三項更是直接相關，故第311條與第 310條第三項

應採相同之解釋，一併適用之。因此，亦將第311條之規範納入本

文之研究範圍內。 

 

� �刑法第311條與第 310條第三項同是在限定刑罰權之範圍，惟

在適用上仍有其不同之處，後者係只要行為人能證明其所指摘或傳

述之內容是真實的事實時，就可以不罰；而前者則係不問行為人所

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為真實，只要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第311條之規

定者，一概不罰。關於第311條在實體法上之定位亦如同前述之第

310條第三項一樣，學者間對其「不罰」之法律性質有極大之爭議，

大致上可分為四種不同之見解：第一、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第二、

阻卻違法事由說；第三、阻卻責任事由說；第四、客觀處罰事由說

等。更有甚者，認為本條所列之四種言論事項不屬上述何者，而係

僅為一種宣示性之規範，並非誹謗罪所規範之範圍59。至於反映到訴

                                                 
59 學者柯耀程認為「一般均將刑法第 311條的規定視為是一種阻卻事由，不論稱

其為阻卻構成要件事由，或是阻卻違法事由，在概念的定位上容有疑慮，蓋一方

面刑法所規範之行為者，均屬於侵害權利之惡意行為，刑法是不會對於任何善意

行為加以規範的；另一方面，誹謗罪死規範的對象，應屬於非受言論自由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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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上證明活動的進行方式，因與本文之核心問題「真實性條款

之證明」仍有差異，故本文僅在於本節項中作初步概略的敘述。 

 

� �一、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 

 

� �主張此說之學者認為，由於表見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自由

中最具重要性之自由，亦為民主憲政所不可或缺之基本自由，故不

宜輕易使其受制於刑法之制裁規定。因此，立法者乃於誹謗罪之後

特設阻卻構成要件事由60，此即刑法第 311條規定之「以善意發表言

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則行為人既出於善意而發表

言論，故無誹謗他人之故意，不該當誹謗罪之主觀構成要件，因此

行為人以善意發表言論，而為指摘或傳述有損他人名譽之事實的行

為，只要係符合本條所規定之四款事由，即因欠缺構成要件故意而

阻卻構成要件該當，不受刑法誹謗罪之處罰。 

                                                                                                                                 
言論，既非言論自由所保護者，且其言論又有侵害他人之名譽，自然應受到刑法

規範之節制，觀第條所定者，要不就屬於言論自由之範圍（如第 2、3、4款），

要不就是法規範所容許之事項（第 1款），其根本就非誹謗罪規範的範圍，根本

上僅能將刑法第 311條視為一種宣示性之規範，其屬性並非構成要件，當然也不

是所謂之阻卻要件。該條所列之四款言論事項，基本上均非屬於誹謗罪規範之範

圍，其既不能稱為阻卻構成要件之事由，也非誹謗罪規範的對象，蓋所列言論者，

均屬合法言論之範圍，係屬於言論自由保護的內容，既非誹謗罪所規範之對象，

自然不能恣意以誹謗罪相繩。參照柯耀程，檢視刑法誹謗罪之正當性—從釋字第

五０九號解釋與新新聞案觀察，月旦法學雜誌，第 111期，2004年 8月，頁 181。 
60 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6書，頁 2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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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採阻卻構成要件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

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如採此說則行為人的證明負擔最

輕，舉證責任由檢察官負擔，檢察官需證明行為人於發表言論的行

為當時具有惡意，始能成立誹謗罪，且檢察官既認行為人構成要件

該當，自須對其行為無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肩負一體之舉證責任，而

行為人仍得提出相當之證據、理由，證明自己行為當時係出於錯誤，

以阻卻故意之存在。 

 

� �二、阻卻違法事由說： 

 

� �此說之主要立論依據在於刑法第 311條之規定乃專為公益性之

考量而設，蓋基於優越利益原則之考量，刑法雖為保護名譽權而規

定誹謗罪以限制言論自由之行使，惟立法者在此具有強大公益性的

相關事項中，認為此時個人的名譽權應退讓，因此本條所列舉的諸

項行為，雖有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虞，而具有妨害名譽之構成要件

該當性，惟此等行為，在性質上屬於正當行為，且行為人係以善意

為之，並無行為反價值，而欠缺實質之違法性61，故當行為人具備誹

謗罪之構成要件該當後，若符合本條之四款事由，則可據以阻卻違

法。我國多數學者採此說，並有學者指出，刑法分則專就某種犯罪

類型訂立特別阻卻違法事由的事例，誠屬「罕見」，但也至少表明了

                                                 
61 參照甘添貴，同前註 29文，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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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捍衛言論自由的立法意旨62。據此，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在

其解釋理由書中亦採此見解，認為：「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

發表言論⋯』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

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因此，本文認為將本

條規定解為阻卻違法事由誠屬可採。 

� �如採阻卻違法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活動

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如採此說則行為人的證明負擔較第一說

「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為重，亦即行為人需證明其在發表言論之

行為當時已事先盡其「合理查證」義務，阻卻已經「合理查證」的

言論之違法性，則行為人不構成誹謗罪。 

 

� �三、阻卻責任事由說： 

 

� �主張本說之學者亦立論於刑法第 311條所規定之「以善意發表

言論」，而認為行為人以善意發表言論則其無誹謗他人名譽之故意，

因此行為人之行為欠缺意思條件，故本條所規定之各款行為，因欠

缺責任意思條件，應無罪責，不受刑法之誹謗罪制裁63。如採阻卻責

任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

本文認為對於行為人之證明負擔大，行為人須對其之所以發表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言論，證明到沒有「期待可能性」時，才得以阻卻
                                                 
62 參照林鈺雄，同前註 8文，頁 76。 
63 參照劉明宜，論刑法誹謗罪—從大法官釋字五０九號解釋談起—，中正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二月，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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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亦即行為人必須證明到換成是任何人，也會為如此之言論的

程度時，才可以認為其沒有期待可能性。然而一個沒有誹謗故意的

行為何以能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蓋欠缺故意的行為，應為構成

要件不該當，自非犯罪行為，更遑論具有罪責，故此說並不可採。 

 

� �四、客觀處罰事由說： 

 

� �採取此說的依據，乃因此解釋最能忠實於法條之文義解釋，且

與刑法保護外觀上名譽之態度是一致的64。認為刑法第311條之規定

為一立法者特殊考量下的刑罰阻卻事由之列舉，因其係為具有強大

公益性考量的言論，故非不得依本條之規定而免除其刑罰。亦即此

說認為行為人之行為符合誹謗罪之規定者仍成立犯罪行為，惟因法

律之特別規定認為此等行為欠缺處罰的必要性，且若處罰之亦不具

有實益，故而不受刑法誹謗罪之處罰。如採客觀處罰事由之想法，

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活動的進行方式為何，本文認為對於

行為人的證明負擔最重，且本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亦將被架空，使得

言論自由與個人名譽之間的調和功能無法發揮，因此本文認為此說

之見解並不妥當。 

 

� �第二款� 法定事由之論述 

 
                                                 
64 參照曾根威彥，表現?自由?刑事規制，一粒社發行所，第1版第1刷，1985
年1月，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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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善意發表言論 

 

� �學者間對於刑法第 311條規範中「以善意發表言論」就應如何

解釋有以下兩種不同見解：其一，根據條文的形式規定，「以善意發

表言論」是本條四款事由的共通要件，欲符合本條不罰之規定，則

行為人必須具備善意發表之主觀心態，且其所指摘或傳述者具有四

款之例示事項，始有本條之適用，因此如果不具備「以善意發表言

論」要件，則行為人不得援用本條文中任一款規定作為免除誹謗罪

成立的正當理由65。其二，從立法者之立法原意出發，其立法考量之

核心應為「善意發表言論，不問事情之真偽，概不處罰」，因而認為

本條所列舉的四種事由即是善意發表言論的具體表現，只要行為人

的行為符合本條所列舉之四種情況，此時即應認為行為人乃是善意

發表言論，並進而主張此一「善意」乃是贅字，並無實質意義可言，

即便是將其去除亦無礙於本條之適用66。本文認為第311條所列舉之

事項為一訓示性規定，並不排除其他善意發表言論情況之適用，故

應以第一說為當，亦即誹謗罪之行為人若欲主張符合本條之規定而

不罰時，必須符合善意發表言論之要求。 

 

� �所謂善意，係指非出於惡意而發表言論，行為人只要係針對公

益有關之事提出其主觀意見或評論，而非專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

                                                 
65 參照何建志，同前註 55文，頁 115；甘添貴，同前註 29文，頁 115。 
66 參照鄭逸哲，同前註 19文，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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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者，即可推定其係出於善意。就被指摘或被評論者而言，他

人之指摘、傳述或評論，均令其感到不快或自認為名譽受損，故極

易認定行為人非出於善意。因此，是否以善意發表言論，應就具體

事件而為客觀判斷，且應就利益權衡理論之原理，妥加權衡審酌，

切勿純就被指摘者或被評論者之立場而為判斷67。事實上，行為人所

傳述者若為真實，則可事先於第310條中阻卻其違法性，並無進入

本條檢驗之可能，故本條之各款事由必限於針對不實之言論方有適

用之機會，且參酌本條立法理由68之文義亦可清楚得知，凡是屬於本

條列舉的四款情形，即使行為人發表的言論事後被證實為不符事

實，也不在處罰之列。故此處之「善意」可參照其他立法之用語，

以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其陳述者為不實為決定善意之標準，如此之

判斷更趨客觀69。 

 

� �如上所述，以「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的善意概念解釋刑法第

311條可知，只要行為人發表言論時不是明知或可得而知言論內容為

虛假，便可不受刑法制裁。即使是在行為時資訊真偽不明的情形，

只要行為人不是故意傳播瑕疵資訊，則發表瑕疵言論不在法律處罰

                                                 
67 參照林山田，同前註 6書，頁 238。 
68 刑法第 311條之立法理由：「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

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本條所列情形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處

罰。庶為保護名譽及言論自由兩者折衷，以求適當。」 
69 參照李念祖，媒體誹謗你、我、他—傳播與法律系列研討會（二）論文彙編，

政大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發行，1996年 1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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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內，而且也不應以事後證明言論不實而加以處罰70。惟行為人

雖以善意發表言論，並非即無誹謗之故意，亦即如其於發表言論時，

認識此舉將可能貶損他人之名譽時，仍得認為具有誹謗罪之構成要

件故意。 

 

       二、四種言論不罰事由71 

 

�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 �「自衛」謂出於防衛自己之權益；「自辯」謂為自己辯白；「保

護合法利益」謂維護自己依法應享受之權利與法益。故本款係指行

                                                 
70 參照何建志，同前註 55文，頁 117。 
71 至於第 311條四種言論不罰事由與第 310條第一項、第二項之關係，傳統的見

解認為，第 311條的規定乃是補充第 310條之規定，在於無法證明真實且與公益

有關時，如果有第 311條的情事時，可為阻礙違法事由，參照甘添貴，同前註 9

書，頁 348。 

但學者鄭逸哲認為，就刑法第 311條觀之，由於其各款皆是涉公共利益與社會秩

序，顯然比單純的評述更應受到保護，因此如果單純視其為補充規定，則有可議

之處，因為先以適用範圍較大的構成要件介入了人民的言論自由以後，在將其與

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相權衡，阻卻違法性，這樣操作的結果，首先就有違憲法的比

例原則，再者又將憲法與刑法的位階等量觀之，違反了憲法的最高性，混淆二者

的位階關係。因此主張要對現行刑法的誹謗罪作合憲、合理的解釋，勢必將第 310

條、第 311條一併認識方可。也就是如果有第 311條的情況時，縱然所言並不是

真實，但事由於憲法對於言論自由之規範密度較高，也不能限制其表達意見之自

由，否則有違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參照鄭逸哲，同前註 19文，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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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本於防衛自己，或為自己辯白或為保護合法利益，而發表言論。

蓋當人民為了保護自己合法的利益而發表言論，若法律要求發表言

論者必須證明言論真實始能免於刑法制裁，如此一來對於人民防衛

個人合法利益將課予沈重負擔，恐有不合比例原則的嫌疑，故當自

己合法利益與他人名譽利益間發生衝突時，法律允許行為人得發表

言論優先保護自己利益。且認為只要人民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利益，

除非有來自法律的明文限制，人民在任何公、私領域場合均可自由

發表言論保護個人利益72。例如因受他人誣告或被控，在公開場所辯

白或在法庭言詞辯論中之陳述等，此時行為人之陳述雖足以使他人

名譽有受損害之虞，然其因係出於自衛或自辯，故刑法明定不加以

處罰。 

 

� �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需，固得善意發表自衛性或自

辯性之言論；惟此等言論並非毫無限制，而應侷限於為行自衛自辯

之必要限度內，即「合比例性」為一重要考量因素，始得依據本款

而阻卻違法。至於本款與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之關係，有學者認為

本款事由即為正當防衛行為73，惟多數學者仍認為與正當防衛有別，

蓋正當防衛須以現在不法侵害為限，且不限於防衛自己權利，而本

款並不以現在不法侵害為要件，且係以限於防衛自己、為自己辯駁

或保護自己在法律上之利益，與正當防衛有別，故二者不可混為一

                                                 
72 參照何建志，同前註 55文，頁 120。 
73 參照黃東熊，刑法概要，1998年初版，頁 41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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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 �公務員執行職務，原屬其身分上所應有之事，本於其職務就其

權責範圍，對於某一事項所提出之報告，縱有涉及指摘他人之事實，

亦不構成誹謗罪；或所報告之內容不盡屬實，但如出於善意，自亦

得阻卻違法。例如警員奉命調查其他涉嫌包庇、喝花酒之警員而陳

報其有包娼包賭之情事；又如公務員至立法院備詢，針對立委之質

詢，就其職務有關事項提出答覆，若有涉及他人名譽之事者，則有

本款之適用。然此項報告必須出於善意且基於職務行為而為之，且

非無一定限度，要以其言論是否因職務而發者為判斷。 

 

� �有學者認為本款事由即是刑法第 21條第二項所規定依命令之

行為74，惟應認為兩者仍有所區別，蓋所謂依命令之行為，必須為上

級公務員命令範圍內之事項，且該命令具有法定之形式，而命令內

容除為上級公務員監督範圍內之事項，亦為下級公務員職務範圍內

應執行之事等要件；而本款規定之要件則較為寬鬆，及公務員之報

告內容雖非因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內容，惟僅須其係與職務報告

有關者即可不罰。 

 

                                                 
74 參照黃東熊，同前註 73書，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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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 �「可受公評」是個不明確的法律概念，有學者認為此項在本質

上乃屬「授權司法個案認定條款」75，即是否屬可受公評之事應依具

體事件之性質以及與社會公眾之關係而客觀認定之，一般當以與國

家社會等公法益有直接相關者屬之， 

另外，個人活動自願接受公眾之評價者亦屬之76，惟如僅涉及個人私

德之事，則與公益並無關係，故非可受公評之事，但如超乎常理，

極端破壞社會風俗之行為，或已為社會上所傳者，無法掩飾之行為，

亦應認其與公益有關，而屬可受公評之事77，例如，某作家曾性侵害

婦女，且不只一人受害，此情事則屬之。對於此等可受公評之事，

行為人本於確信且出於善意，而對之所為之適當評論，雖有時會損

及被評論者之名譽，但得依本款事由而不罰，且不問其理由是否充

分、其所論是否完全屬實，均認為得阻卻違法。 

 

� �此外，有學者認為本款之規定與英美法之「合理評論原則」

                                                 
75 參照鄭逸哲，同前註 19文，頁 247。 
76 參照韓忠謨，同前註 57書，頁 389。學者林鈺雄亦採此見解：「非公眾人物以

及非自願性涉入公眾領域的私人，媒體對其名譽隱私侵犯的報導，應該更有所節

制，而對於這些非關公眾之事務，司法實務得否定其為『可受公評之事』的性質，

藉此更為精緻區別保護界限。」 
77 參照廖正豪，同前註 22文，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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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comment principle）相通78，惟合理評論原則僅適用於意見、

評論之發表，本文認為本款的適用並不以此為限，而應包括事實陳

述。根據刑法第311條之立法理由之說明，只要行為人係以善意發

表言論，而有本條所列情形者，則不問事之真偽，概不處罰。由此

可知本款之試用客體並不限於抒發個人意見的單純評論，亦包括摻

雜事實陳述且加以合理評論之言論。此由釋字第509號解釋吳庚大

法官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中亦觀之甚明79。 

 

� �（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

適當之載述者 

 

� �公共事務涉及人民之權益，人民自有知之權利。中央及地方之

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所涉者皆係公務，且此種會議大都

公開為之，故原則上應公諸社會大眾，使其週知，俾人民能明瞭政

府之各項措施，及民意代表對政府之監督情形。因此，關於此等記

                                                 
78 參照林子儀，合理評論原則與退報運動，刊於法律人會診退報案—對退報案第

一審判決的法律評鑑，退報運動聯盟印行，1994年，頁 33，轉引自林山田，同

前註 6書，頁 240。 
79吳庚大法官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惟事實陳述與意見發表在概念上本屬流

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

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始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據此，刑法第311條

各款事由，既以善意發表言論為前提，乃指行為人言論涉及事實之部分，有本件

解釋上開意旨之適用。」 

學者何建志亦採與本文相同之見解，參照前揭註 55文，頁 124。 



 58 

事，本具有極大之公益性，行為人本於善意而為適當之載述者，除

有應秘密之特殊原因外，雖有時可能毀損他人之名譽，但仍得因本

款之規定阻卻違法。所謂適當之載述，包括會議或集會內容之記述，

指以適當方法於合理範圍內予以報導而言，應依據實際情形而為記

載，不得有渲染誇大不實，挑撥歪曲事實之情事，否則此等載述即

喪失其公益性。 

 

� �以上四種法定事由，有係出於自衛者，有係由於執行公務者，

有係主張為公評之陳述者，又係為公眾而報導者，所包者廣，皆屬

善意之正當言論，縱使刑法未特別予以明示，當然仍在不罰之列，

然立法者之所以不厭其煩於刑法第 311條一一列舉者，無非是在求

言論自由之範圍與其限制界限更臻明確，進而使得言論自由獲得最

大可能的尊重。 

 

� 第四節� 小結 

 

� �刑法為了尊重個人之名譽法益，設有誹謗罪之規定，但若不予

以適當節制，刑罰制裁有可能直接衝擊個人言論自由之空間，甚至

造成寒蟬效應。為調和名譽權與言論自由權此一衝突關係，故有刑

法第310條第三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之規定產生。至於此項證明真實性條款之性質為何，大致上可分為

四種不同見解，即阻卻構成要件事由說、阻卻違法事由說、阻卻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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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由說，與客觀處罰事由說等，本文依多數學者見解，將刑法 310

條第三項之真實性證明條款理解為「阻卻違法事由」，認為應放在違

法性階層來討論。蓋對於具有真實性的誹謗行為，在構成要件階層

只能夠確認一個人的名譽法益是否真有被侵害的事實而已，直到違

法性階段才會判斷這樣的侵害事實，是否具有相當理由—出於真實

的、公益的言論表述。如有，即可阻卻違法性，屬於憲法保障言論

自由之範圍。因此，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

他人名譽之事，應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但若為真實且與公益有

關者，即欠缺實質上之違法性。而所謂「真實」係指有相當合理根

據或資料得以大致推論事實為真實即可，也就是說，只要行為人於

行為時有相當合理之根據或資料足以推論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實係屬

真實之點上，則得阻卻違法，不成立刑法之誹謗罪。 

 

� �又，如採阻卻違法事由之想法，則反映到訴訟程序中，其證明

真實活動的進行方式，本文認為對被告的證明負擔較為減輕，亦即

縱使在客觀上無法於訴訟中證明為真實，若被告在行為時有相當理

由認識其指摘事項為真實者，則因主觀上發生對於構成阻卻違法事

由之事實錯誤，而得阻卻故意的成立，行為人仍不負誹謗罪之罪責。 


